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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价值共创的动态激励问题，构建两阶段的动态激励模型，

综合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和贝叶斯统计法对模型的最优均衡解进行求解和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验证模

型的最优解。研究结果表明：经过第一阶段的合作，双方的信任程度增加，数字服务平台第二阶段的产

出始终高于第一阶段，且两个阶段产出的差距不断缩小；数字服务平台越关注整体的利益，向互补企业

提供的契约激励系数越大，激励效果越明显，互补企业会主动增加对创新型努力的投入，减少投机行为；

数字服务平台只有在关注整体利益时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有效激励互补企业投入更多生产性努力，减少

投机行为，实现共赢。研究结论可为数字服务平台设计动态激励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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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dynamic incentive problem of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and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 two-stage dynamic incentive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he optimal equilibrium solution of the model is solv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Bayesian statistics method,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first stage of cooperation, the trus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has increased, and the output of the second stage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has always been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first stage, and the gap between the outputs of the two stages 
has been narrowing; the more the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pays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interests, 
the greater the contract incentive coefficient provided to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and the more 
obvious the incentive effect.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will actively increase their investment in 
innovative efforts and reduce speculation. Only by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when paying atten-
tion to the overall interests can the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effectively encourage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to invest more productive efforts, reduce speculation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dynamic incentive mechanism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Keywords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Value Co-Creation, Dynamic Excitation, Agency by Agreement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数字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1]。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达成联盟，将

数据收集并共享来共同协作、互相补充，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生态系统模式，构建新型价值网络，实现数

据价值的共享共创[1] [2]。其主要原理是：数字服务平台通过提供外接端口，能够有效链接各类具有互补

优势的企业，实现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开发[3]，从而吸引更多互补企业入驻平台，增强平台的多样

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能带来显著的利润提升。而互补企业作为数据源接入平台，借助传感器、物联网

等技术来收集客户数据，利用平台先进的数据存储和分析能力，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深入处理和分析。

从而开发出针对性强、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例如西门子推出的 Mindsphere 平台，通过多种工业协议和

接口将不同的互补企业(如博世)的设备连接到平台，并基于云开放的物联网架构实时采集并传输数据到

云端，为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挖掘、工业 APP 开发以及智能应用增值等服务[4]。因此，数字服务平台与

互补企业共同开发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创新与价值共创。 
然而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成功合作实现价值共创并非易事。数字服务化转型的收益不容易量化，

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数据价值转换成本，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的经济回报，这种对投资回报

的期望值与实际收益不匹配的现象，易导致企业间合作的驱动力不足等问题。而激励机制能够建立有效

的合作框架和契约关系，从而激发合作方的积极性，增强合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5]。但对于数字服务平

台来讲，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互补企业作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其局部利益可能会与

价值共创的整体利益发生矛盾，而数字服务平台无法直接观测到互补企业的实际经营行为，互补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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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利用信息优势，越过平台直接进行数据兜售、不公平的数据交换等投机行为，这种信息不对称和利

益冲突问题会导致影响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价值共创的效率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如何制定信息不

对称情形下，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间的激励措施来促进价值共创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数据共享是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实现价值共创的基础[6] [7]，但其实现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如

数据所有权、隐私问题以及信任缺失等，亟需进行平台治理[8] [9]。要实现数字服务平台的持续健康发展，

能否有效地激励各参与方积极贡献成为平台治理的关键所在[10]。激励机制包括经济激励和非经济激励，

经济激励大多体现在传统合同上，如成本分摊、收益共享等[11] [12]，而非经济激励，如声誉、资源[13] 
[14]，学者们探讨了不同激励模式的效果和适用场景，如金亮(2019)通过建立线上零售商和线下体验店之

间的委托代理模型来研究 O2O 供应链合作激励问题，并设计了不对称信息情形下的供应链最优佣金契约

[15]；张旭梅等(2022)构建以平台为主导的博弈模型，来探究共享制造平台与生产性服务商间的竞争强度

和质量信息披露水平等因素对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16]；Yu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声誉的激励机制来促使参

与者向传感器提供准确的数据和信息[17]。这些研究均关注如何平衡平台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以确

保激励的可持续性。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相关研究颇为丰富，并获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值得参考与

借鉴，但也存在以下的研究缺陷：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于平台的激励机制已经开展了初步研究，但数字

服务平台利用数据赋能价值共创的行为机理有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其运行的复杂程度更高，而现有的激

励机制未必适用，关于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间价值共创的激励机制研究还鲜有涉及。另一方面，目

前关于激励机制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委托代理以及博弈论等来构建模型，并讨论如何达到最优激励效果，

但构建的模型往往是静态且短期的，缺乏对激励机制长期性和多阶段性的考量，难以及时对激励措施进

行动态调整。 
为了进一步完善价值共创的激励机制设计，本文在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之间价值共创合作契约

激励关系的基础上，以数字服务平台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贝叶斯统计等方法，

通过构建与求解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两阶段动态激励机制模型，力求通过设计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为数

字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2. 问题描述与模型假设 

考虑一个数字服务平台和一个互补企业达成联盟，其中数字服务平台占主导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互补企业的实际行为属于私有信息，数字服务平台无法直接观测到互补企业的投机行为，在信息不

对称的情形下，为了更好的约束互补企业的行为，双方签订两阶段的动态激励契约，即数字服务平台根

据第一阶段互补企业是数据价值转化产出来确定第二阶段提供给互补企业的契约激励系数的大小。而互

补企业根据第二阶段的契约激励系数来决定其在第二阶段的努力投入水平。同时为了一定程度上降低互

补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数字服务平台对互补企业的行为进行监督。为构建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的

两阶段动态激励模型，现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数字服务平台作为委托人，是数字服务生态系统的主导者，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

益，也要关注代理人，即互补企业的利益。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均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其中

数字服务平台是风险中性的，参考文献[18]，数字服务平台作为多边用户的连接者，其合作企业数量众多

而能够分散风险，这种分散化降低了平台对单个风险事件的敏感性，使其在决策时更倾向于中性；而参

考文献[19] [20]，互补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往往更弱，资源、客户群体较为集中，且收入来源依赖于有限

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其具有风险规避的性质，其追求效用最大化，绝对风险规避程度系数 0ρ > ，效用函

数为凹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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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的价值共创包含两个阶段，互补企业(代理人)在两阶段中针对数据

价值创造和机会主义两方面投入的努力水平分别为 1
te 、 2

te ，其中 1,2t = 分别表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参考文献[21]，相对应的努力成本分别为
21

1 12
t tbc e= ，

21
2 2 22
t t t

t
bc e eµ= + ，其中 tµ 表示监管力度，由于数字

服务平台的监督措施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互补企业的努力投入，其努力成本也会更高。 1b 、 2b 均为努力成

本系数，为方便计算，本文将 1b 、 2b 均化简为 1。 

假设 3：为降低互补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概率，数字服务平台会对互补企业进行监督行为。监督

成本为 m tv αµ= ，其中α 表示监督的单位成本系数。监督措施的落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规范互补企业的行

为，带来一定的效益，因此用 tτµ 表示数字服务平台的监督给互补企业带来的外生性产出，其中，τ 表示

监督的外生性产出系数， tµ 表示监管力度。 
假设 4：互补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将数据价值转化为创新产出为 1 1

t t
t teπ τµ θ ε= + + + ，其中θ 为独立的

外生随机变量， ( )2~ ,θ η σ ，表示为互补企业进行数字服务化转型的运作能力， tε 同样也是外生的随机

变量， ( )2~ 0,tε σ 。互补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产出为 2 2
t t

teπ ε ′= + ，其中 ,
tε 也是独

立的外生随机变量， ( )2~ 0,tε σ′ 。假设 ( )1 2, 0Cov ε ε = ， ( )1 2, 0Cov ε ε′ ′ = 。 

假设 5：当互补企业选择机会主义行为时，其投机性努力会分割创新总产出，而数字服务平台无法直

接观测到互补企业的投机行为实际分割的产出，只能观测到互补企业投机行为分割后的产出，参考文献

[22]， 1 2
t t

tπ π π= − 。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双方签订激励合同，平台根据观测到的总创新产出向互补企

业支付一定的报酬，向互补企业提供一份 t t t tT k m π= + 形式的线性契约，其中 tk 表示互补企业的固定收

益， tm 表示为数据价值产出的共享系数，即激励参数 ( )0,1m∈ 。 

3. 两阶段模型构建 

两阶段约束下的激励模型的博弈顺序为：首先，在第一阶段，数字服务平台无法获取到互补企业的

经营情况和实际产出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会以 1k 、 1m 的契约激励系数与互补企业完成第一阶

段的合作，同时以强度 1µ 进行监督。互补企业根据契约支付系数和监管力度来确定努力投入水平 ( )1 1
1 2,e e ，

并得到第一阶段的实际价值产出 1π ，双方共同履行第一阶段的契约。在第二阶段，数字服务平台根据第

一阶段互补企业的实际价值产出 1π 来判断其的经营能力，并据此确定第二阶段的契约激励系数 2k 、 m ，

以及相应的监管力度 2µ 。同样地，互补企业根据契约支付系数和监管力度来确定努力投入水平 ( )2 2
1 2,e e ，

并得到第二阶段的实际价值产出 2π 。双方共同以 2k 、 2m 履行第二阶段的契约。两阶段激励模型的博弈顺

序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Game sequence of two-stage incentive model 
图 1. 两阶段激励模型的博弈顺序 
 

基于以上逻辑，能够得到互补企业在两个阶段的数据价值实际收入分别为： 

 1
1 1 1 1 2w k m π π= + +  (1) 

 2
2 2 2 2 2w k m π π=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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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2 2 2
1 2 1 2 2 2

82 1 1 2
3

Var w w m m m mσ σ σ+ = + + − +  (3) 

互补企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确定性等价收益分别为 

 ( ) ( ) ( )2 21 1 12 1
1 1 2 1 2 1

1E
2 2hCE w e e e Var wρµ= − + − −  (4) 

 ( ) ( ) ( )2 22 2 2 2
2 1 1 2 2 2 2 1

1E | |
2 2hCE w e e e Var wρπ µ π= − + − −  (5) 

因此，互补企业两阶段的确定性等价收益可以整合为 

 ( ) ( ) ( ) ( )2 2 2 21 1 2 2 1 2
1 2 1 1 2 1 2 1 2 2 2 1 2 1

1| |
2 2hCE E w E w e e e e e e Var w wρπ µ µ π= + − + + + − − − +  (6) 

其中， ( )1E w 、 ( )2 1|E w π 分别表示互补企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期望收益， ( )1 22
Var w wρ

+ 表示两

个阶段总的风险成本。 
同理，数字服务平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确定性等价收益分别为 

 ( ) ( )1
1 1 1pCE E E wπ αµ= − −  (7) 

 ( ) ( )2 2
2 1 2 1 2 2) (pCE E E w Eπ π π π αµ= − + −  (8) 

由此，可以得到数字服务平台两阶段的目标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1 1 1 1, ,

2 2
2 1 2 2 2 1

max 1

1
t t tk m

E E w E

E E w E

µ
ϕ π αµ π ϕ

ϕ π αµ ϕ π

 − − + ∗ − 

 + − − + − 

 (9) 

其中 ( )1 2, 0,1ϕ ϕ ∈ 分别表示为数字服务平台分别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偏好程度。为

简化计算，本文假设 1 2ϕ ϕ ϕ= = 。同时，要确保作为代理人的互补企业在两个阶段都能够参与到价值共

创的合作中，因此需要满足以下两个参与约束： 
 1 1 2: hIR CE u u≥ +  (10) 

 2
2 2: hIR CE u≥  (11) 

其中， 1 0u > ， 2 0u > ，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互补企业的保留效用，即互补企业为参与价值共创而放

弃其他行为的机会成本。互补企业通过调节数据价值转化努力投入和机会主义行为努力投入水平的最优

决策，来实现自身的收益的最大化，因此满足两个阶段的激励相容约束： 

 ( )1 1
1 1 2, arg ma: x PIC e e CE∈  (12) 

 ( )2 2 2
2 1 2, arg max: PIC e e CE∈  (13) 

4. 两阶段激励模型求解 

基于上述模型，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求解法求解动态激励模型的子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首先求解代

理人，即互补企业的最优均衡策略。根据激励约束相容理论，对式(5)分别对 2
1e 、 2

2e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

等于 0，可得互补企业在第二阶段的最优努力投入水平为组合 ( )2 2 2 2 2,1e m mµ µ= + − − ，接着求解数字服

务平台在第二阶段向互补企业提供的最优激励契约参数，可得 

 ( ) ( ) ( ) ( )
2 2 2

2 2
1 1 2 1 2 1 1, ,

max | | 1 |
k m

E E w E
µ
ϕ π π π αµ ϕ π π − − +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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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满足参与约束 ( ) ( ) ( )2 22 2 2
3 2 1 1 2 2 2 2 1 2

1| |
2

:
2

IR E w e e e Var w uρπ µ π− + − − ≥ ，将其代入式(14)可得 

 ( ) ( ) (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2 2 2 2 1 2 2, ,

max | 2 |
2 2k m

E e e e Var w u
µ

ϕ ρπ π µ ϕ π ϕ αµ − + + − − −   (15) 

第二阶段的激励契约系数根据第一阶段互补企业的数据价值转化产出 1π 获得，可得 

 ( )  ( )1 1
1 1 1 1 2

1 2|
3 3

E e e ξϕ π π τµ= − − + +  (16) 

 ( ) ( )2 2
2 1 2 2

8| 3 2 1
9

Var w m mπ σ= − +  (17) 

其中，1
1e 和 1

2e 分别代表数字服务平台对于第一阶段互补企业所做的数据价值转化努力和机会主义努力投

入所产生的效益的推测值。在理想假设下，互补企业第一阶段的最优努力投入水平即为 1
1e 和 1

2e 。 

将式(16)和式(17)代入式(15)中可得 

 ( ) ( ) (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2 2 2 2 2, ,

3 2max | 2 4
2 9k m

m mE e e e u
µ

ϕϕπ π µ ρσ ϕ αµ
 − +

− + + − − − 
 

 (18) 

接着，对 2m 和 2µ 分别求一阶偏导并设为 0，可以得到第二阶段的最优激励参数
( )
( )

2

2 2

2 5 4

9 3 4
m

ϕ ρσ

ϕ ρσ
∗

+ +
=

+
，

以及最优监管力度为
2

2
3  αϕ τµ

ϕ
∗ −
= 。 

接着将 2m∗和 2µ
∗ 代入 ( )2 2 2 2 2,1e m mµ µ= + − − 中，并分别对 2

1e 、 2
2e 和 2k 求一阶偏导并设为 0，可得互

补企业在第二阶段对于数据价值转化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最优努力投入水平 2*
1e 、 2*

2e 和最优固定收益 2k∗为 

 
( )
( )

2
2*
1 2

8 9 5

9 4 3
e

ϕ ρσ

ϕ ρσ

+ +
=

+
 (19) 

 
( )

( )
2

2*
2 2

12 9 6

3 4 3
e

ϕ ρσ τ ϕα
τϕ ρσ

+ − −
= +

+
 (20) 

 
( ) ( )

 ( )

2 22* 2* 2 2
2* 2* 2*1 2 2

2 2 2 2 2 1

1 1
2 1 1 1 2 2 2

5 41
2 2 8

1 2 3
3

e e mk e m e e

m e e u

ρσ σµ

η π τµ τµ

∗ + +
= + − + + + −

− − − − + + +

 (21) 

根据博弈时序，进一步求解互补企业在第一阶段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同样根据激励约束相容理

论，对式(4)分别对 1
1e 、 1

2e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等于 0，可得互补企业在第一阶段的最优努力投入水平组

合 ( )1 1 1 1 1,1e m mµ µ= + − − ，继续求解互补企业第一阶段的最优激励参数，可得到目标函数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2 1 2
1 1 1 2 1 2 1 1, ,

max 1
k m

E E E w E w E E
µ
ϕ π π α µ µ ϕ π π   + − − − + + − ∗ +     (22) 

同时需满足互补企业的参与约束为 

 ( ) ( ) ( ) ( )2 2 2 21 1 2 1 1 2
4 1 2 1 2 1 2 1 2 2 2 1 2 1 2: 1

2 2
IR E w E w e e e e e e Var w w u uρµ µ+ − + + − − − + ≥ +  (23) 

并将 1
pCE 、 2*

1e 、 2*
2e 和 2k∗代入到式(22)中，并分别对 1k 、 1m 、 1µ 求一阶偏导并设为 0，可得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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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数字服务平台提供的最优契约激励参数 1k∗、 1m∗、 1µ
∗ ，以及互补企业的最优努力投入水平 1*

1e 、 1*
2e 分

别为 

 
( ) ( ) ( )2 21* 1* 1* 1* 1*

1 1 1 2 1 1 2 1 2

2 2
1 2 1 2

11
2

3 11
2 3

k u m e e e e e

m m m m

η τµ µ

ρσ ρσ

∗ = − − − − + − + +

 − − − − 
 

 (24) 

 
( )2

2
1 2

5 1 8
6 2

m
m

ϕρσ ϕ
ϕρσ ϕ

∗ − + +
=

+
 (25) 

 1 3 τµ α
ϕ

∗ = −  (26) 

 
( )2

21*
1 2

1 8
6 2

m
e

ϕρσ ϕ
ϕρσ ϕ
− + +

=
+

 (27) 

 
( )2

21*
2 2

1 8 3
6 2

m
e

ϕρσ ϕ τ ϕα
ϕϕρσ λ

+ + − −
= +

+
 (28) 

5. 模型均衡分析 

本部分对两阶段动态激励模型的均衡性质进行分析。不同的合作阶段下数字服务平台提供的契约激

励参数不同，对互补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同，以及互补企业的努力投入水平也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双方企

业的收益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部分分别对数字服务平台在两阶段提供的契约激励参数、不同强度的

监督水平，以及同一阶段下互补企业投入的努力水平组合对整体收益均衡等影响进行分析，以此来厘清

上述因素对双方企业设计激励机制的影响机理。 

5.1. 互补企业两阶段的整体收益分析 

命题 1：当 10 ϕ ϕ< < 时，随着监管力度的提升，互补企业第一阶段的整体收益都会随之提高；当

1 1ϕ ϕ< < 时，随着监管力度的提升，互补企业第一阶段的整体收益都会随之较少。当 20 ϕ ϕ< < 时，随着

监管力度的提升，互补企业第二阶段的整体收益也会随之提高；当 2 1ϕ ϕ< < 时，随着监管力度的提升，

互补企业第二阶段的整体收益也会随之减少。 
证明：据式(4)，(5)可得，对于互补企业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确定性收益 1

hCE 、 2
hCE ，分别求关

于 1µ 和 2µ 的一阶偏导并令其等于 0，求解可得
( ) ( )

( ) ( )

2 2

1 2

69 34 9 1

6 12 9 18 1

τρσ ρσ τ
ϕ

ϕ ρσ τ ϕ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6 3 4 9 1

24 8 16 9 2 1

τ σ τ
ϕ

ρσ α τ α τ

+ − +
=

+ − + + −
。 

由此可得，当 10 ϕ ϕ< < 时，
1

1

0hCE
µ

∂
>

∂
；否则，

1

1

0hCE
µ

∂
<

∂
。由式(35)可得，当 20 ϕ ϕ< < 时，

2

1

0hCE
µ

∂
>

∂
；

否则，
2

1

0hCE
µ

∂
<

∂
。命题得证。 

根据命题 1，当平台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程度偏低时，更关注合作双方的整体利益，此时双方的

信任程度提升，加强对互补企业的监管有利于达成互赢的共识，互补企业有更高的意愿提高努力投入水

平，因此创造出更多的效益。而当平台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程度偏高时，此时增加对互补企业的监

管力度会被互补企业认为是仅关注其自身利益，此时在“经济人”的假设下，尽管平台加大对监管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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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互补企业反而不愿投入更多努力，因此互补企业的总收益会随之减少。因此，平台在管理互补企业

时，应根据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注程度灵活调整监管策略，注重建立信任关系，平衡短期和长期利

益，从而实现双方的互赢和共同发展。 

5.2. 数字服务平台两阶段的整体收益分析 

命题 2：在第一阶段，当监督给互补企业带来的外生性产出 10 τ τ< < 时，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价值产

出会随着价值偏好系数的增大而减少；当监督给互补企业带来的外生性产出 1 1τ τ< < 时，数字服务平台

的数据价值产出会随着价值偏好系数的增大而增大。在第二阶段，当监督给互补企业带来的外生性产出

20 τ τ< < 时，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价值产出会随着价值偏好系数的增大而减少；当监督给互补企业带来

的外生性产出 2 1τ τ< < 时，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价值产出会随着价值偏好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证明：根据模型假设，可得到数字服务平台第一阶段的数据价值转化产出为 

( )
( )2 2 2

1
1 2

6 5 15
12 1

6 3

ρσ ϕ ϕρσ τπ ϕ ατ
ϕϕρσ ϕ

+ +
= + + + −

+
，第二阶段的数据价值转化产出为 

( ) ( )
2 2

2
1 2

89 1
6 3 4

ϕρσ τπ ϕ ατ
ϕϕ ρσ

= + + + −
+

。 

分别对 µ 求一阶偏导，可得
1
1 0π
µ

∂
>

∂
，

2
1 0π
µ

∂
>

∂
。这表明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

第二阶段，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价值转化产出都随之增加。分别对ϕ 求一阶偏导并令其等于 0，得到

( )
( )

1
22

1 2

6 5 6 3
9 3 4

ρσ ϕ
τ

ρσ ϕ

 + +
 =
 + + 

，
( )

1
22

2 2

5 9
9 3 4

ρστ
ρσ ϕ

 − =
 + + 

。 

因此，当 10 τ τ< < 时，
1
1 0π
τ

∂
<

∂
；当 1 1τ τ< < 时，

1
1 0π
τ

∂
>

∂
。当 20 τ τ< < 时，

2
1 0π
τ

∂
<

∂
；当 2 1τ τ< <

时，
2
1 0π
τ

∂
>

∂
。命题得证。 

根据命题 2，当第一阶段监督带来的外生性产出较低时，平台的监管对互补企业的正面影响有限，监

管产生的效果不显著，数据的增值效果较弱。此时随着平台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而非整体利益时，监管

带来的正面效果进一步减弱，导致数据价值产出减少。当第二阶段监督带来的外生性产出较高时，平台

的监管对互补企业的正面影响显著，数据的增值效果较强。此时随着平台更关注自身利益时，推动平台

优化监管策略，进一步增加数据价值产出。因此，平台需要在监管策略和利益平衡上不断做出调整，建

立动态的监管机制，根据外生性产出的实际变化及时调整监管力度和方式。这样可以确保在不同的阶段

和情景下，平台都能够有效地利用监管来提升数据价值产出，避免因监管过度或不足而影响互补企业的

积极性和整体效益。 

5.3. 两阶段的合同激励参数分析 

命题 3：数字服务平台提供的第二阶段的最优契约激励参数始终大于第一阶段，并且随着价值偏好

的增强，两个阶段的最优契约激励参数都会下降，同时两者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证明：根据 1m∗、 2m∗，分别求关于ϕ 的一阶偏导，可得 1 0m
ϕ

∗∂
<

∂
， 2 0m

ϕ

∗∂
<

∂
恒成立。进一步求解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契约激励参数的差值
( )2

2
2

8 5 1
Δ

2 6
m

m
ϕ ρϕσ

ϕ ρσ ϕ
+ + −

=
+

。显然Δm恒大于 0。接着求关于  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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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偏导，可得
( )

( )
2

2
22

1 5 1Δ

2 6

mm ρσ
ϕ ϕ ρσ ϕ

+ −∂
= −

∂ +
。显然

( )2 1m m

ϕ

∗ ∗∂ −

∂
恒小于 0。命题得证。 

命题 4：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当价值偏好较低时，数字服务平台的确定性收益随监管力度

的上升而增加；当价值偏好较高时，数字服务平台的确定性收益随监管力度的上升而减少。 
证明：根据式(7)，对于数字服务平台在第一阶段的确定性收益 1

PCE ，求关于 1µ 的一阶偏导，并令其

等于 0，可以得到
( )

( )
2

2 2

5 3
2 34 6
ρσ ϕ

ϕ
ρσ ρσ ϕ

+
=

+ +
。 

因此，当
( )

( )
2

2 2

5 3
0

2 34 6
ρσ ϕ

ϕ
ρσ ρσ ϕ

+
< <

+ +
时，

1

1

0PCE
µ

∂
>

∂
；当

( )
( )

2

2 2

5 3
1

2 34 6
ρσ ϕ

ϕ
ρσ ρσ ϕ

+
< <

+ +
时，

1

1

0PCE
µ

∂
<

∂
。

同理，根据式(8)，对于数字服务平台在第二阶段的确定性收益 2
PCE ，求关于 2µ 的一阶偏导，并令其等于

0，可以得到 2

9
16 9

ϕ
ρσ

=
+

。 

因此，当 2

90
16 9

ϕ
ρσ

< <
+

时，
2

2

0PCE
µ

∂
>

∂
；当 2

9 1
16 9

ϕ
ρσ

< <
+

时，
2

2

0PCE
µ

∂
<

∂
。命题得证。 

根据命题 3，数字服务平台提供的第二阶段的最优契约激励参数始终大于第一阶段，这一命题验证了

冯楠等[23]的研究结论，表明随着双方信任的增强，平台更倾向于提高激励参数，以促进互补企业的积极

性和投入。这是因为平台与互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和信任的建立也需要更高的激励参数来维系。到了

第二阶段，平台对互补企业长期贡献的认可和回报，这有助于增强互补企业对平台的信任，促进长期合

作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随着平台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增加，平台在契约设计中倾向于降低激励参数，这

是因为平台的目标是最大化自身的净收益，降低激励参数可以直接减少平台的支出，从而增加其净收益。 
根据命题 4，在价值偏好较低即平台更关注整体利益时，加强监管力度有助于增强互补企业的信任感

和积极性，互补企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更愿意投入资源和努力，最终提升整体产出，平台的确定

性收益也随之增加。而在价值偏好较高即平台更关注自身利益时，加强监管力度可能被互补企业视为增

加其负担和成本的手段，互补企业的积极性下降，减少在平台上的投入和创新，甚至退出平台，导致整

体市场活力下降，平台的整体收益也在下降。因此，平台需平衡自身利益和互补企业的利益，制定适应

性的监管策略，促进互补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效益，实现长期的健康发展和共赢局面。 

6. 数值仿真分析 

上文分别对两个阶段的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间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均衡分析，为了进一步验证激

励模型的均衡性，本部分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仿真来更直观的了解各因素对模型均衡的影响。结合实际

情况和研究经验，本文假设 5α = ， 0.3τ = ， 0.8ρ = ， 2 4σ = ， 1θ = 。 

6.1. 不同情形下监管力度 µ对互补企业总收益的影响 

在保证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ϕ 分别设置为 0.2 和 0.8。将数字服务平

台对互补企业实施的监管力度设置为[0, 1]范围内，并以 0.2 的步长逐渐增加。仿真实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当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较低时，互补企业两个阶段的总收益都会随着监管力度的

加大而增加。数字服务平台更关注合作的整体收益时，增加监管力度会被互补企业认为是为了共同利益

而努力，互补企业愿意更加努力创造价值。而当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较高时，数字服务平台更关注

自身收益，增加监管力度会被互补企业认为是仅关注其自身利益，在“经济人”的假设下，互补企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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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投入更多努力，互补企业两个阶段的总收益则会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而减少。 
 

 
Figure 2. (a) The influence of supervision intensity µ  on the total revenue of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when 0.2ϕ = . 
(b) The influence of supervision intensity µ  on the total revenue of complementary enterprises when 0.8ϕ =  
图 2. (a) 当 0.2ϕ = 时监管力度 µ 对互补企业总收益的影响；(b) 当 0.8ϕ = 时监管力度 µ 对互补企业总收益的影响 

6.2. 不同情形下监管力度 µ对数字服务平台总收益的影响 

在保证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ϕ 分别设置为 0.2 和 0.8。将数字服务平

台对互补企业实施的监管力度设置为[0, 1]范围内，并以 0.2 的步长逐渐增加。仿真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a)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intensity µ  on the total revenue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2ϕ = . (b)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intensity µ  on the total revenue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8ϕ =  
图 3. (a) 当 0.2ϕ = 时监管力度 µ 对数字服务平台总收益的影响；(b) 当 0.8ϕ = 时监管力度 µ 对数字服务平台总收益

的影响 

 
由图 3 可知，当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较低时，数字服务平台两个阶段的总收益都会随着监管力

度的加大而增加。数字服务平台更关注整体收益时，增加对互补企业的监管力度有利于规范互补企业的

行为，增强市场活力，提高自身的收益，实现长期的稳定发展。而当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较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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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平台两个阶段的总收益则会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而减少。数字服务平台更关注自身收益时，增

加监管强度可能会挫败互补企业合作的积极性而减少对价值共创的努力投入，导致创造的价值效益不断

缩水，因此数字服务平台的收益也会随之减少。 

6.3. 不同情形下价值偏好ϕ 对数字服务平台合同激励参数的影响 

在保证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数字服务平台的价值偏好ϕ 设置为[0, 1]范围内，并以 0.2 的步长

逐渐增加，讨论价值偏好系数ϕ 对契约激励参数的影响。 
 

 
Figure 4. Influence of value preference ϕ  on contract incentive parameters 
图 4. 价值偏好ϕ对契约激励参数的影响 

 
由图 4 可知，第二阶段的契约激励参数始终高于第一阶段的契约激励参数。同时随着数字服务平台

的价值偏好的增强，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契约激励参数都会随之变小。这归因于第一阶段双

方合作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数字服务平台提供的契约激励参数相对较低。而到了第二阶

段，双方的信任也会逐渐增强，对第二阶段的业务发展怀抱更高的期望，为了激励双方投入更多的努力

和创新资源，数字服务平台会相应的提高契约激励参数，从而给予更强的动力来实现预期的业务目标，

最大化双方的收益。 

6.4. 不同情形下价值偏好ϕ 对数字服务平台总收益的影响 

在保证其他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数字服务平台实施的监督外生性产生系数τ 分别设置为 0.2 和 0.8，
并讨论不同监督外生性产生系数情形下，价值偏好系数ϕ 对数字服务平台产出的影响。 

由图 5(a)和图 5(b)可知，当数字服务平台实施的监督的外生性产出系数较小时，无论是第一阶段还

是第二阶段，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创新型产出和投机性产出都会随着价值偏好的增加而减少。因为监督

效果大幅降低，互补企业可能会更多的关注短期利益，从而减少对价值共创的投入，导致数字服务平台

的产出不断减少。由图 5(c)和图 5(d)可知，当数字服务平台实施的监督的外生性产出系数较大时，无论是

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数字服务平台的数据创新型产出和投机性产出都会随着价值偏好的增加而增加。

同时从图 5(a)~(d)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数据创新型产出还是投机性产出，第二阶段的数字服务平台的产出

总是大于第一阶段的产出，并随着价值偏好的增加，两个阶段产出的差距在不断减小。因为经过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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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合作，双方的信任程度增加，在合作中愿意投入更多的努力，因此数字服务平台第二阶段的产出总

是大于第一阶段的产出。但价值偏好系数的增加，平台更多利己行为势必会对合作产生影响，因而使得

激励效果不断降低。 
 

 
Figure 5. (a) The influence of value preference ϕ  on the innovative output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2τ = . (b) 
The influence of value preference ϕ  on speculative output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2τ = . (c) The influence of 
value preference ϕ  on innovative output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8τ = . (d) The influence of value preference ϕ  
on speculative output of digital service platform when 0.8τ =  
图 5. (a) 当 0.2τ = 时价值偏好ϕ对数字服务平台创新型产出的影响；(b) 当 0.2τ = 时价值偏好ϕ对数字服务平台投

机性产出的影响；(c) 当 0.8τ = 时价值偏好ϕ对数字服务平台创新型产出的影响；(d) 当 0.8τ = 时价值偏好ϕ对数字

服务平台投机性产出的影响 

7. 结论与启示 

针对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在价值共创过程中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构建了两阶段激励模型

并求解，随后对模型进行了均衡分析，并讨论了各因素对双方的收益、努力投入水平和契约激励参数等

影响，最后利用数值仿真来验证模型的均衡结果。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 两阶段的动态激励机制可以

提高激励强度。数字服务平台第二阶段的总产出始终多于第一阶段的产出，且两个阶段产出的差距逐渐

缩小。这一结论验证了陈艳等(2020) [24]的研究结果。(2) 当数字服务平台关注整体利益时，向互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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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契约激励系数越大，互补企业所受到的激励效果越明显，在两个阶段下会主动增加对创新型努力

的投入，减少投机行为。(3) 数字服务平台监管力度的加大无法直接增加双方的收益。数字服务平台只有

关注整体利益时，适度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激励互补企业进一步加大生产性努力投入，降低投机行为发生

的概率，实现共赢；当数字服务平台关注自身利益时，加大监管力度反而会扼杀互补企业的积极性，减

少对合作的努力和投入，导致整体市场活力下降，双方的整体收益也将受到负面影响，这一结论拓展了

任雪杰等(2024) [25]的研究结论。 
据此得到的管理启示有：(1) 数字服务平台应当充分发挥动态激励机制的优势，优先考虑与互补企业

签订多阶段的激励契约，注重建立长期的、信任的、稳定的合作关系。(2) 互补企业应不断加强创新研发

能力，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减少机会主义行

为的发生，努力赢得合作方和客户的信任，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做准备。(3) 数字服务平台和互补企业要多

关注价值共创的整体利益，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时建立并完善合理的监管

制度，从而有效抑制互补企业潜在的投机行为，为双方和谐稳定的合作关系保驾护航。 
本文在模型构建中简化了一些假设，然而该研究假设的有效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此外，模型未

充分考虑其他外部因素对激励效果的影响，例如市场竞争、技术进步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引

入更多外部因素、细分风险态度模型以及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服务平台与互补企业

之间的激励关系。同时也可以借助更多实际案例分析来扩展模型的复杂性，并探讨多种因素对价值共创

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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